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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经济理
论在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大量创新成果。其中，一个具有统摄性的经济理论重大突破，就是在改革开
放前期孕育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对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
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围绕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建设、政府作用发挥、收入分配制度等做出了有益
探索，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得到进一步确认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需要继续推动在产权制度和要
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下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并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关键词：改革开放４０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４０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均历经巨大的发展变迁，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同时
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成果。由于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学科地位及其在过去４０年中国
经济改革开放实践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得经济学在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创新方面走在
社会科学的前列。回顾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创新，可辨析出两条较为明晰的线索：一
条是逐步摆脱苏联范式的束缚，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学习和研究；另一条是扭转过去的单
纯批判视角，重启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两条发展线索在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
过程中互相交汇、融合，显现出融会贯通的基本趋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①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上述这两条线索交互作用的创新成果，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站在时代与
历史的高度上，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勇气、气概，大胆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教条和苏联范式的束
缚，提出了“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②等系列科学论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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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学术界的此类研究成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或“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题居多，强调
其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创新以及邓小平在该理论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
以及理论内涵外延的延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法逐渐增多，更加
注重中国元素在该理论中的地位，该理论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此，本文
统一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法。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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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而且也对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如何正确处
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
索，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俱进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原则和观点。

正如李铁映（１９９９）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具有双重突破意义，它“不仅突
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胡家勇（２０１６）、邓玲（２０１５）等学者亦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
新。魏礼群（２０１４）认为，邓小平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围绕着市场作用、计划与市场、社会
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诸多相互联系的重大思想

观点。裴长洪（２０１５）则进一步从法治经济的视角对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亮点做了阐
述和论证。整体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具有突破、不断发展、

持续完善的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公
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认识不断深化，思想不断创
新，逐步凝练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基本观点，反映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尤其是所有制
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理论问
题。对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处理问题又是所有制问题的重中之重，决定了基本经济制度的性
质，也决定了随后的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对所有制基本理
论问题的认识取得不断突破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是从属于基本
经济制度的体制层面概念，进而明确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应发挥的不同作用。沿此线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孕育、繁荣、深化三个阶段。

（一）孕育发展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大

一统的计划经济的僵化教条①，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联，使得市场经济理论得以突破禁忌作为
学习借鉴对象而非单纯的批判对象传入国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理论探
讨和实践探索的重心。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正式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②。这一决议的形成离不开经济学界的先行理论
探索③。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著名经济学家罗元铮（１９７８）就曾在《世界经济》刊文介
绍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指出“计划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社会计划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根据对中国知
网期刊数据库以论文篇名中含“市场”关键词的检索，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分别为１７
篇、７２篇、２５４篇、４１７篇，呈现翻番式高速增长态势，反映出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研讨的空前
活跃。
从现有文献来看，于祖尧（１９７９）较早使用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

经济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观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最早论述是在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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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景超（１９４８）就曾提出过类似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

这与陈云早在１９５６年即提出的“三主三辅”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在工
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
主体，自由生产作补充；在市场结构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作补充。《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１３页。

顾准１９５７年在《经济研究》第３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奠定了他后来
成为中国学术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参见钟祥财（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尔等人时提出的，他表示：“说市场经
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
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①同年，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也有专门论述，认为“整个
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即
不做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基本
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有益的补充”②。由
此，市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孕育发展。
随着农村改革的突出绩效和城市导向改革的初步探索以及理论界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

研讨辨析，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基本经济制度
层面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并指出对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其生产和交换完全由市场调节是我
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点之一。该决定也被邓小平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
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③。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继承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的论断，并进一步将新体制界定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
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提法将市场作为中介嵌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在这一
机制中运行的主体是企业，运行的基础是市场，运行的领导是国家（廖季立，１９８９）。
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中国经济学及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元素日益增多。１９８８年初，在中国商

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最为发达最领风气之先的广东，几十位经济学家组织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问题的讨论，并由广东省“市场经济研讨会”编辑组出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一书（张卓
元，１９９２）。在一些具体领域，也涌现了一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如以杜
润生等为主要贡献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吴敬琏等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以华
生和张维迎等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等等，并且在这些新的理论中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
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多地采纳，为相关领域改革的突破和推广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理论
上的求真务实为下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突破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繁荣发展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由于国内外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社会上对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又重新开启。
在此关键历史当口，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邓小平的南方谈
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了
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同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
区分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的不同概念，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
提出和初步形成，其中的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更是一个突破。
在此前后，主流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对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吴敬琏（１９９２）在１９９２年４月“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根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
通用语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更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指明它是基本的社会资源
配置手段”。刘国光（１９９２）对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阐
释，认为“商品经济属于比较抽象、本质的内容层次，而市场经济则是更为具体、现象的形式层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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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取代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已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概念所能涵盖及表达的。这种在提法、概念表述上的字斟句酌不容忽视，反映了特定时代理论探
索突破的艰辛。
由此，中国经济学界开始真正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不相融的传统理论“教条”，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
学术讨论很快便达到了一个高潮（图１）。尤其是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次年此类学术文献就达到了创纪录的３５５８
篇。《决定》全面勾画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改革方向和建设蓝图，其制度破冰的改
革红利延续至今。在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关于所有制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探索是
两条清晰可辨的主线，它们从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两个维度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理论走向。

图１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的理论突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
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
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要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学术界认为这一表
述对传统所有制理论形成了巨大突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单一的公有制理论走向了主辅
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理论，二是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
（陈征，１９９７；李凤圣，１９９８）。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
分配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所有制基础。
其二是市场机制作用问题的理论突破。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突破，带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

经济的共同发展，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朝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主体转变，奠定了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
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所谓基础性作用，就是要运用市场对各种
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优点，通过经济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将资源配置到效率较高、效益较好的部
门和环节中去。党的十五大报告不再将政府宏观调控作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前提，而是
将二者并列，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尽快建
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相关论述认识到，市
场的基础性作用是建立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之上的。
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得以渐趋完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除了提出进
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之外，同时提出要建立有
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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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
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一系列目标任务。这一决定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决定，相互联系，前后呼应，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认识和全面把握方面
的进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基本延续了此前提法，分别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和
“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深化发展阶段（２０１３年至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

新征程。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基本
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作用这两个方面又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规

律的认识，形成了新的重大理论突破。
《决定》的重大理论突破之一是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

一步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并将早在党的十
五大就已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确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些提法与前
一阶段相比，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根本性和战略性得到更多强调的
同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也更进一步，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了突出强调、明确界定和充分
肯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以及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
成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被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而得到肯定和确认。积极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成为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和必然选择。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也为现实中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

《决定》的重大理论突破之二就是关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创新表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
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一论述将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性，同时明确提出更好
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解放思想带来的又一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逗号隔开，其意涵是二者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

需要合理界定各自的边界，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往何处
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定位，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
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
胜劣汰”。产权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密切相关，而要素市
场则是市场真正在所有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要突破的一个关键领域。这些重要论述，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理论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明确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
务，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过理论争鸣，以米塞斯（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和哈耶克（Ｆ．Ａ．Ｈａｙｅ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跟兰格（Ｏｓｋａｒ　Ｌａｎｇｅ）、勒纳（Ａｂ－
ｂａ　Ｐ．Ｌｅｒｎｅｒ）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大争论（杨春学，２０１０）。其
中，奥地利学派的典型观点认为市场价格体系阙如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其资源配置模式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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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上都行不通，一方面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有效运转所需的充分信息，另一方
面要建立和解出数十万或数百万的供需联立方程组，这是不可行的。即使解出，但由于收集数据和
计算所需时间过长，人们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可能早已改变，从而会不断面临新的信
息搜集和求解需求。

兰格（Ｏｓｋａｒ　Ｌａｎｇｅ，１９３６）认为哈耶克等的顾虑是多余的，价格的决定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消
费品和劳动服务）与指令性的中央计划（资本货物和生产资源）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机互补和结合，

同时中央计划也采取模拟竞争市场的方式进行。作为当时少数兼通西方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兰格所倡导的这一模式被称为兰格模式。在兰格模式中，不存在针对
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而进行的竞争，生产要素价格是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模拟市场
竞争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的，而不是在真实的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同时，允许存在一个消费品和劳
动服务的真正的市场。在他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决定分配人民消费品和职业的制度，也不决
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论证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和按劳分
配“三位一体”教条的一个突破。

尽管兰格模式并未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中充分实施而得到检验，却为后来人们探讨社会
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渊源。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Ｖｉｒｌｙｎ　Ｗ．ｂｒｕｓｅ）受兰
格影响较大，１９６１年他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明确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两个概念，但仍停留在建构“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上，没有更进一
步（布鲁斯，１９８４）。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Ｊａｎｏｓ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６）在为巴山轮会议所撰写的
《宏观政策的改革：匈牙利的经验》一文中，提出了与“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ⅠＢ）相对应的“有宏观
控制的市场协调”（ⅡＢ）类经济协调机制，得到了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的呼应，与会大多数学者认
为可将此类机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对后来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从兰格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汲取了有益养分，但并未拘泥于兰格模式的框架束缚（罗卫东、蒋自强，１９９４），实
现了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的再造。另一方面，它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充分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布鲁斯、科尔奈等人的
转轨经济学理论的有益元素，扎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伟大实践的现实土壤，形成了已经得到实践充
分检验的新的重大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对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建设、政府作用发挥、收入分配
制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上。

第一，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消除了过去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促进了公有
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良好局面的形成和发展。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问题，具有基础重要性。公有制主体型
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重大差别，也
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国有企业就在多个层面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混合所有制实践，极大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混合所有制经济
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实践的
高度。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也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

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第二，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破了生产资料实行完全公有制
并靠指令性计划配置的传统思维，以及兰格关于在生产资料领域用中央计划模拟市场竞争的理论设
想，提出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要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与生产资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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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结构的发展变迁相适应，放开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逐渐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重要原则和改革指南。早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生产资料不是商
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传统观念，就已经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冲击。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生产资料
计划体制改革得以推进，国家统配物资的分配范围有所调整，在价格管理上实行国家定价、政府指导
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方式。随后，生产资料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其中劳动力连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属性得到进一步明确
和肯定。时至今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
的比重均已达９８％以上，但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相对还严重滞后，亟待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第三，在政府作用发挥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中央政府以集中计
划手段控制微观价格参数的功能设定，主张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多更好地在发展目标规
划、财政货币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等宏观和中观层面发挥作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方面的
职能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都有政府的介入和干预。这种全面政府将许多管不
了也管不好的经济事务抓在手上，导致的后果就是几乎无处不在的激励扭曲和效率缺损。尤其是在
微观层面，企业没有决定投资及其要素投入组合的权利，对于产品也没有定价权，生产积极性和效率
低下。与之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守夜人”政府理论则笃信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
张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摒弃这两种极端做法，通过松绑放权、

放管服的改革逐步剥离了政府的企业家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合理边界，遵循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般规律，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更多地向公共服务
提供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宏观经济稳定者、结构调整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刘伟，２０１８）。

第四，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格局，实践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从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逐步过渡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处理这一对基本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发展变化，既突破了
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又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主义。反映在经济实践中，则
是所有制经济结构从公有制铁板一块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收入
分配制度亦从原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分配转变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从单一的
按劳分配逐步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企业
家精神等生产要素，按照其对价值（社会财富）创造所做的贡献得到相应的收入份额，这是对传统社
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
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提供了动力机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国际反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的历史背景下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

经济体制转型需要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促进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增长奇迹也得
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诚如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Ｄａｖｉｄ　Ｍ．Ｋｏｔｚ，２００６）

所指出的，“１９７８年，中国的领导层开始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更快速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之
后，的确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间ＧＤＰ增速是“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快
的增长速度”。因此，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明确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多面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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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与世界意义。任何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其他体制禀赋相交织的，并受它们的影响，从而常常具有独特性。事实
上，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关注到了中国的特殊性，他们在１８５０年论述“中国社会主义”（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差异
性①。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辉（２００４）亦认为，中国现行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经典教科书
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
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是对现有理论的挑战和对经
典理论的证伪，“为质疑、修正经典理论，甚至创造新的理论与模型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样本”。
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可以照抄照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它必然是一个兼具独特性和一般性

的模式。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０７）认为，市场经济有许多差异很大的模式，如日本模式、
欧洲模式、美国模式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没有一个唯一的“市场经济”答案。由于历史
与国情的差异以及所要实现目标的差异，中国“需要根据本国特有情况和目标”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市场经济（斯蒂格利茨，２０１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乔万尼·阿里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
ｇｈｉ，２００９）认为，相比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剥夺性积累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
了一种促进了生产力提高的无剥削性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构成了中国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Ｐｅｔｅｒ　Ｎｏｌａｎ，２００５）认为，“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
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
和可持续发展。”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多样性和潜在的替代性，使得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提出了
大量的无理指责②。
其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性与制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常被用来与

市场社会主义作比较，一些学者常常将二者等同起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英国政治哲
学家柯亨（Ｇ．Ａ．Ｃｏｈｅｎ，１９９５）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克服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之间的矛
盾，从当时中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施有利
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美国西乔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斯滕（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Ｇ．Ｋａｒｓｔｅｎ，１９８８）则认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对德国弗莱堡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瓦尔特·欧根（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的
社会市场经济范式的修正，考虑了人们对有用、公正社会经济秩序（无论是如何定义的）的需求，其特点
是拥有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有弹性的价格机制，从而使得人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事
实上，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前者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继而谋求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若干因素，而我国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导入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手段。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伊藤诚（２００５）亦认为，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比其它任何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都更复杂、更灵活”。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属性和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未来社会的构想中，蕴涵着深刻的公平正义思想和价值取向。公平正义，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
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２０１２）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是“这个经济体系是市场主导
和市场推动的，在这方面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其目标则是社会主义的。”对于什么是经济面向上
的社会主义，黄宗智将其界定为一个带有社会公正的国营＋私营公司的混合经济体，而社会主义的
理念是共同富裕，是带有社会公正的发展，不能任由社会公正的问题被搁置到未来去解决。
经济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那么，公正的经济制度基础是什么呢？伊藤诚（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土地及其它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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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６５页。
《张向晨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指责》，ｈｔｔｐ：／／ｗｔｏ．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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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管理模式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在
理论上也是能够成立并被坚持下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会表
现出不同的经济绩效。巴里·诺顿（Ｂａｒｒｙ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１３）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六项显著特征，

其中包括：并未放弃公有制，且证明了其在非竞争性领域具有合理的高效率；鼓励除战略性部门之外
的所有部门竞争，且竞争仍比所有制更重要；公有制企业利用市场的力量，并为投资和公共产品提供
资金，等等。显然，在他看来，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变革，其所带来的竞争环境形成更为重要，有助于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容，改变企业市场行为以提升效
率驱动，同时为政府维护公平正义提供充分资源支持。

其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性与政府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国际学术
界的关注和认可。从对这一制度安排的过渡性的不同解读来看，这些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

与列宁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性安排，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和国情下所采取的必要经济措施，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扩大公有部门，适当控
制私有部门。另一类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永久状态，是所有社会主
义的特征。市场经济不是短期经济手段，而是长远制度安排。当然，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
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早期阶段，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丁晓钦、谢长安，２０１４）。

不难发现，这两类观点具有一致性，即认为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未
臻于完善，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需要政府与市场来共同解决。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教授彼得·诺兰（２００５）认为，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
场进行非意识形态的创造性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所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中国一直
在探索“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萨缪尔森（Ｐａｕｌ　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０）

也认为，对“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需要注意“完全
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带来不平等，还会带来宏观经济不稳定，应该走折衷的中间道路。那么，如
何实现政府与市场间的良好平衡呢？日本共产党资深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破哲三对此建
议：在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力量不能削弱，必须牢牢占据制高点，不能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应通过建立
市场以及通过市场的检验来构建社会主义，但也要保护社会经济免受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曹
天禄、夏建义，２００５）。这些观点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
为什么要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了论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未来研究重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从孕育、形成到繁荣、深化的发展转
变。其中存在着非常鲜明的理论主线，即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从公有制经济铁板一块逐步转变到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转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从单纯依靠计划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市场为主计划
为辅，继而再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展到决定性作用，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从平均分配逐步转变到按
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转型及分配方式调整的背后，则
是政府基本职能的转变和治理边界的合理界定，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各界的共识。这些转变
是从学术界到决策层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经济
理论与改革发展实践良性互动互促的结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其背后指向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完善的现实需求。与中国经济改
革仍在进行时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要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加以完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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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重要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新时期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两大改
革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直以来在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两大维度上

不断探索创新的延续拓展和实践映射。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伟大实践需要理论创新的有力支
持，也有着孕育理论创新的丰沃土壤。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充分吸收借鉴
现代经济理论的合理养分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继续推动在产权制度理论和要素市场改
革理论等具体领域的发展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下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实践也同样蕴藏着新
的、极大的理论创新空间，通过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理论应用、反思、

改进、升华过程，反过来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这也将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完善产权制度方面的创新。产权制度是制度化的产
权关系，由划分、确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一系列规则组成。现代产权制度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
严格、流转顺畅为基本特征，其中对产权的严格保护至为关键，有助于产权划分、确定、行使等其他方面
规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必然要求。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党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党中央名义出台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有助于落实毫不动摇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在新时期，落实“两个毫
不动摇”的根本要求，需要坚持竞争中立原则，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同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公有产权和非公
有产权优势互补，宏观经济福利与微观经济效率互促，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
新型经济形态，需要大力发展。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公私观念、体制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格局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发展还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而
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产权代表不明确，不少企业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产权主体难以
真正多元化；公有产权的国有股东目标函数与非公有产权的股东目标函数有所差异，如何在现代公
司治理结构之下加以协调；如何应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的国资代理人妥协合谋，导致国有资产
流失的问题，等等。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蕴藏着产权制度理论的创新空间。

第二，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上的创新。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我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推进，而从供给侧来看，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来的持续
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扭曲，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往纵深推进的重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从
经济起飞的高速增长阶段到经济平稳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靠要素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经
济增长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真正转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点就是要不断完善有利于资源要素有序流
动和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优化组合。

在诸要素中，劳动、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框架已初步构建，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精神要素的市
场化在微观经济组织中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实施，而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则依然滞后，成为导致
经济结构扭曲的重要根源，尤需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列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到２０２０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重要方
面。而如何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的权能，明确其入市的范围和途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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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建设，保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如何建立
健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答，需要在
实践中去创新中国特色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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